
一

1903年的秋天，剪辫后的鲁迅从日本回绍兴，途

经上海时，特意花了四元大洋（也有说是二元）买了

一条假辫子带在身边。到家时，首先迎接他的是三

弟周建人，周建人“只看见一个外国人，从黄门熟门

熟路地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大哥[1]。因剪了辫

子，鲁迅无论露短发或戴假辫，穿洋装还是长衫，都

是众人围观、嘲笑的对象。他在绍兴街上一路走去，

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2]、

“里通外国”的人[3]。后来鲁迅进入杭州两级师范学

堂任教，还背着“假洋鬼子”的恶名。有意思的是，鲁

迅后来在小说中同样对“假洋鬼子”进行了嘲笑。

“假洋鬼子”嘲笑“假洋鬼子”，这种文化现象看

起来是如此吊诡。如何解释这种吊诡的现象？吊诡

的背后，隐含着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特殊的生命境遇

与文化体认，映照出半殖民中国“向西转”的文化进

程充满了曲折、争议和尴尬。

“假洋鬼子”是指接触过洋人或西洋文明，有着

崇洋心理，并刻意模仿洋人装扮、做派和观念的中国

人。“假洋鬼子”作为半殖民中国的人物类型，有着特

殊的身体修辞。近代“假洋鬼子”最凸显的身体标

识，当属那条可以随时戴上、拔下的假辫子。“假洋鬼

子”原本具有新旧、中西两副面孔，随时可以变换，而

变换的重要手段就是在辫子上玩花样。在辫子上玩

花样，玩的不是审美，而是种族意识、文化冲突和身

体革命，辫子的变换赫然印着近代中国改朝换代的

一部“血史”。汉族剃发留辫，始于满清，“这辫子，是

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辫子提醒

着“满汉的界限”[4]，是“羞耻与归顺”的民族标识 [5]。

因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近代革命，

把剪辫作为革命者身体的象征符号。除了革命者和

声援者，也有许多人被胁迫在这场革命中表态，从而

被剪掉辫子，七斤（《风波》）、钱少爷（《阿Q正传》）、刘

齐礼（《文明小史》）的辫子，都是被人强行剪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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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掉辫子是对满清政权、封建秩序最显眼、最具舆论

效力的挑战，为此也遭遇了严酷的杀戮和惩罚。从

傅国涌的考察中，可领略到近代剪辫运动的广泛开

展和沉重血史①。

剪辫运动属于近代革命的一部分，但推翻满清

帝制后，中华民国并没有要求国民恢复汉族的古老

发式，而是以西洋人的现代发式置换了满清的发

式。这样一来，剪辫不仅联系着革命造反，也意味着

归顺西方身体话语，辫子问题因而成为了近代思想

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以往对文化启蒙的理解和评价，侧重于国民精

神的重造，立人、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自然欲望、个

体价值、生命尊严等构成了文化启蒙的重要观念。

实际上，身体的改变在启蒙运动中也有着不可低估

的效力。最初、最直接、最广泛的启蒙效力，恰恰来

自身体的重新塑造，从辫子、小脚、束胸、长袍马褂到

短发、天足、天乳、洋装，完成了从“传统的中国人”到

“西化的现代人”的身体转变。在清末和五四时期，

身体的重塑可以理解为：身体，即观念，即启蒙。身

体的重塑以修改民族身体、效仿西方身体为指向，这

样一来，身体的重塑就必然引发内部的争议，也被拖

入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话语圈套中。而身体革命

的先行者（往往也是启蒙者），常常会遭到众人的讥

讽排斥，承受屈辱的体验。也就是说，在身体的重塑

中，启蒙与屈辱有着关联性。“假洋鬼子”的辫子，即

是承载屈辱与启蒙话语的标志性身体符号，也是透

视鲁迅文学创作动因的窗口。

二

鲁迅留学日本是在清末，正是中国深受殖民帝

国宰制的时期，也是排满与维新观念高涨的时期，因

此“假洋鬼子”的辫子不仅指涉“满汉的界限”，也指

涉留日时期的被殖民体验。《藤野先生》借清国留学

生形象把这两种观念编织在一起，这篇文章既是鲁

迅对藤野的回忆叙事，也是鲁迅对自己留日生活和

异国体验的总结，而后一内容为透视鲁迅的创作心

理以及他对“假洋鬼子”的态度，开启了别样的通

道。在这篇作品中，有三个主观性的描述片段值得

注意。一是速成班清国留学生的丑态描写，二是鲁

迅在仙台学医的成绩风波，三是幻灯片事件。三个

片段看似不相关，其内在逻辑却指向鲁迅因“假洋鬼

子”而引发的心理症结。

《藤野先生》开头两段文字描写了速成班的清国

留学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

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

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

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

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

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

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

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

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

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6]

《藤野先生》虽为回忆藤野先生的作品，开头两

段文字却从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着笔。在简短的清国

留学生印象记中，鲁迅置身其外对这帮留学生进行

打量，描绘其丑态，表达了憎恶的情感。憎恶首先缘

于“辫子”。在日本和西方国家，清国留学生拖着一

条长辫子，被当作野蛮民族的象征，常常受到外国人

的嘲笑②。但是，剪辫容易引发同胞的责难。鲁迅

1903年就因剪辫“受到几个盘辫子的学生的耻笑和

监督姚文甫的斥责”[7]，也令绍兴亲友骇怪，甚至一位

族叔还打算去报官。“辫子”所招致的羞辱，应该是鲁

迅嘲弄清国留学生的重要心理动因③。把辫子盘在

头上加以掩饰的折中做法，既顺应满清皇权对汉人

的身体规训，又掩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这种“假洋

鬼子”的心态和做法，更为鲁迅所不满。这些清国留

学生特指“速成班”的学生。他们不大读书，热衷于

赏樱花、学跳舞，把洋娱乐当“时事”来精通。失望于

东京清国留学生的风气后，文章笔锋一转：“到别的

地方去看看，如何呢？”别的地方就是指仙台。在正

式叙述仙台学医之前，鲁迅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客死

日本的朱舜水（曾从事反清复明活动），这顺带的一

句并非闲笔，含蓄地表明了鲁迅对种族革命意识和

民族国家身份的自我确证，进一步把自己与忘记辫

子“血史”[8]的速成班学生看作两类人。在仙台医学

专门学校，鲁迅“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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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鲜的讲义”[9]。以上语段所构成的表意逻辑，隐

藏着鲁迅对自我形象的维护：他有着种族革命的意识，

是潜心研习西学的留学生，不是浅薄无聊、有损民族尊

严的“假洋鬼子”，与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不是一类人。

对速成班清国留学生的描绘，潜藏着强烈的民

族屈辱感，把它与后文的成绩风波和幻灯片事件联

系起来看，会发现由民族身体和身份而引发的屈辱

感贯穿了全文。藤野先生与鲁迅交流医学问题时，

提到“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神的”，并打听中国女人裹

脚的方式，这是“使我很为难的时候”。这里的“为

难”可以理解为“难堪”、“羞愧”。有了这些体验作铺

垫，对成绩风波的叙述就顺理成章了。鲁迅把因考

试成绩而受辱的根源归到民族国家的头上：“中国是

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

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也无

怪他们疑惑”这一短句以补充解释的方式，轻易谅解

了殖民帝国的偏见，但鲁迅却不能谅解让他在日本

人面前承受屈辱的国人。文章紧接着便说到了幻灯

片事件。在幻灯片事件中，给鲁迅带来民族屈辱感

的是被示众的“愚民”和做看客的“庸众”。这一事件

为什么让鲁迅特别感到难堪？东西方对日俄战争结

果的态度包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日俄战争虽然在中国的国土上展开，但当日本

战胜了俄国，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欢呼雀跃，认为

以往严重挫伤中国人自信心的种族优劣论，“因之以

破。凡吾黄种人，其亦可以自奋矣”[10]。日俄战争在

当时被理解为白种人与黄种人的种族之战，日本的

胜利证明了亚洲黄种人（包括中国人）不是劣等民

族，“黄种之前途，可以稍除障碍”[11]，“吾国人之理想，

必有与今大异者矣，黄种之兴，其可量哉”[12]。对于欧

洲人而言，俄国的失败也是西方、白种人的失败，寓

居中国的欧洲外侨认为，“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

让他们“第一次在中国人面前丢脸”[13]。由此，我们就

能理解，坐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课堂上的鲁迅，在观

看日俄战争幻灯片时，看到自己的民族同胞竟然给

俄国人（白种人）做间谍，并被日本军人（黄种人）抓

住示众，他所受到的刺激和承受的羞愧感该是如何

强烈。这一事件因此成为鲁迅“弃医从文”、把文学

当作启蒙工具的重要契机。鲁迅在《〈呐喊〉自序》中

对幻灯片事件的解读，沿着身体与精神二分的路子

进行，表达了通过精神启蒙来破解身体所带来的民

族屈辱感的意向。

《藤野先生》既展露了鲁迅敏感的民族自尊，又隐

藏着弱国子民的心态，二者的结合生发出沉重的民族

屈辱感。然而，鲁迅把它转换为第三者（“假洋鬼子”

和“庸众”）的过错，让自己变成间接的、无辜的受害

者，变成国民精神的批判者，也就是“启蒙者”的角色。

《藤野先生》隐秘地表达了鲁迅的不满：“假洋鬼

子”和“庸众”让他在异邦备感羞辱。然而，戴着假辫

子的鲁迅 1903年回国探亲，也被绍兴街上的人骂作

“假洋鬼子”[14]。因此，鲁迅对“假洋鬼子”的叙述态度

不会是一元的，其中的心迹需要仔细辨析。由 1926

年的《藤野先生》回望 20年代初鲁迅的作品，我们就

能理解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为什么在启蒙

知识分子与“假洋鬼子”、“庸众”之间展开，并对民族

国家的文化性格进行了尖刻的讥讽。

三

对于鲁迅来说，“假洋鬼子”称谓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用来指称鲁迅所鄙夷的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

之类的人物，又是深受旧观念影响的民众加在他身

上的恶名，需要加以“辩诬”和“正名”。这就造成了

鲁迅关于“假洋鬼子”的言说，进入了屈辱与启蒙的

吊诡关系，并且决定了《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的复

杂叙事姿态。

鲁迅被嘲笑为“假洋鬼子”，缘于辫子的有无和

真假，对此，鲁迅应该是耿耿于怀的，故多次写到“辫

子”问题，仅《呐喊》中的十四篇小说，就有三篇对辫

子问题进行了发挥。鲁迅后来坦言深受“无辫之

灾”，并说：“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

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15]《头发的故事》就

是一篇以“辫子”的真假和去留为题材的自叙传小

说，其自传性和“舒愤懑”的性质，有《病后杂谈之余》

一文和周作人、周建人的回忆作为佐证。④小说抒写

了鲁迅“所受的无辫之灾”与启蒙者的悲哀。小说是

鲁迅的自叙传，但主人公“假洋鬼子”N先生在小说中

并不是以第一人称出现，而是与“我”构成双声对话

的“他”。鲁迅巧妙地利用了叙事者“我”所具有的间

离效果，把自叙传变成“他者”的人生片段，让读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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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起来聆听“假洋鬼子”N先生讲述的“头发的故

事”，并借N先生之口大胆袒露自己的心迹⑤。“我”在小

说中的叙事功能只是引出和结束N先生滔滔不绝的

言说，文字极少，小说的主体部分是N先生的独白，大

段的N先生的直接引语，使得在叙述过程中作为“他”

的N先生获得了类似于第一人称的讲述权力。如此

叙事策略，把鲁迅情绪化的主体体验包装成了他人的

故事，在叙事者所造成的隔离效应中，作者可以毫无

顾忌地抒写洋派知识分子的反叛、两难与屈辱，并表

达愤激之意。《头发的故事》既满足了曾戴假辫的鲁迅

“舒愤懑”的需要，又借“头发的故事”表达了启蒙知识

分子与“庸众”、学生的关系，在关系中吐露了半殖民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屈辱与荣光、抗争与犹疑。

剪掉辫子的 N 先生回到家乡，无论戴不戴假辫

子，无论穿洋装还是大衫，都遭到乡人的讥讽嘲笑，

被骂作“假洋鬼子”，于是手里添了一支手杖，拼命打

了几回路人，他们才“渐渐的不骂了”。以西洋文明

棍敲打路人这件事让N先生感到“悲哀”，因为洋人/

殖民者也是这样对待中国民众。可见，“假洋鬼子”

与民众的关系，类似于洋人/殖民者与中国民众的关

系——既是推动中国“向西转”的启蒙者，又为民众

所敌视。“假洋鬼子”/启蒙者为此承受了不少的“冷笑

恶骂”和猜疑排挤。“假洋鬼子”/启蒙者深知既有势力

对变革的仇视，剪辫子的学生将受到社会的惩罚，于

是当学生问监学N先生：他们要不要剪辫子？N先生

既说“没有辫子好”，又劝他们不要剪辫子。N先生是

有着二重思想的“假洋鬼子”，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自己剪辫子，把剪辫当作革命，又不同意学生剪辫

子，却还要感叹“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

时”，“绝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16]。不过，由于N先

生在独白中提到辛亥革命的流血牺牲，提到《革命

军》作者邹容的抗争和就义，因此“假洋鬼子”形象就

向革命与牺牲的历史意义靠拢，获得了言说的正义

性。但是即使到了民初，“假洋鬼子”与民众仍然相

互隔膜，曾被“假洋鬼子”用文明棍敲打的“庸众”，曾

被“假洋鬼子”劝告不要剪辫子的学生，有多少人会

记得“假洋鬼子”们为社会变革历经的艰辛、承受的

屈辱和做出的牺牲呢？这正是“假洋鬼子”们的悲

哀，也是他们的愤懑所在。⑥

奇怪的是，《头发的故事》中的“假洋鬼子”N先生

被认为是与庸众、旧势力相拮抗的启蒙者，而《阿Q正

传》中的“假洋鬼子”钱少爷却被当作负面的、可笑

的、反动的形象。这种区别对待是否符合鲁迅的创

作初衷？如果联系鲁迅曾被当作“假洋鬼子”的屈辱

体验和相关作品，可以推想鲁迅对钱少爷的态度是

比较复杂的，只是形象的复杂性被小说的“冷嘲”笔

法掩盖了。仔细辨析，钱少爷甚至存有“新人”的一

些可贵品性。例如：从东洋回来后，钱少爷的“腿也

直了”，对照阿Q被审讯时习惯性的下跪，“腿也直了”

可以解释为留学后身体奴性的解除；钱少爷的革命

就是跑到静修庵砸碎“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然

而，《在酒楼上》中的新式知识分子吕纬甫的革命行

动也不过是“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钱少

爷不准阿Q革命，《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同样不准

学生剪辫子。“假洋鬼子”钱少爷之所以被误解为“深

恶痛绝”的可笑人物，是因为人们把阿Q看待钱少爷

的态度当作鲁迅的态度。实际上，阿Q就是被批判的

人物。周作人认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

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

志的人”[17]。沈雁冰认为，阿Q形象是“中国人品性的结

晶”[18]。冯雪峰认为，阿 Q 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现

者”[19]。这样的阿Q，他对钱少爷的态度怎能代表鲁迅

的立场？流行的看法——鲁迅对阿Q持“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态度，并没有史料依据，属于一种主观阐

释。[20]既然鲁迅不是把阿Q当作值得“同情”的人物来

塑造，那么，在阿Q的聚焦中所呈现的“假洋鬼子”形象，

我们对之的评价就不能以阿Q的立场为标准。

小说内未提供评价“假洋鬼子”的价值参照体

系，我们只有向外寻求价值的尺度，参照作者体验，

从互文性的层面来理解“假洋鬼子”钱少爷。我们可

以把钱少爷看作《藤野先生》中的清国留学生与《头

发的故事》中的 N 先生的合成。从钱少爷的出场来

看，《阿Q正传》显然是把《头发的故事》中的类似情节

重写了一遍：穿着洋服，戴着假辫子的N先生被乡人

嘲笑为“假洋鬼子”，他愤而以手中的文明棍击打骂

他的人；阿Q路遇他深恶痛绝的“假洋鬼子”钱少爷，

咒骂钱少爷“秃驴”，钱少爷挥着“黄漆的棍子”照着

阿Q的头噼噼啪啪打了几下。由于从“样样合于圣经

贤传”的可笑的阿Q的视角来聚焦“假洋鬼子”钱少

爷，因此钱少爷的形象被戏谑化，包含的相关信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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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钱少爷接近清末小说和《藤野先生》中的同类形

象，如在东洋只待了半年，辫子是被别人强行剪去

的，因剪了辫子不能在满清做官了，与赵秀才合流，

对革命的理解只是砸龙牌。周作人说鲁迅大概要借

钱少爷的形象“倾吐一下对于这一种人的反感”[21]，这

让我想起鲁迅对《藤野先生》中的速成班的清国留学

生的态度。但是，另外一些信息又使得钱少爷接近启

蒙者N先生，如进过洋学堂，到日本留过学，从东洋回

来腿也直了，剪掉辫子的他被阿Q当作“里通外国”的

“假洋鬼子”，为未庄的人所不容，向“闲人”宣讲革命。

鲁迅说《阿Q正传》是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来”，然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故写出的只是

“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22]。由此可

以推断，钱少爷形象与鲁迅“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建国认为，在《阿Q正传》中，“假

洋鬼子”一词“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

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

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23]。此说新颖独到，但只看到

鲁迅态度的一面。结合鲁迅被当作“假洋鬼子”的屈

辱体验，以及《头发的故事》《藤野先生》《孤独者》《在

酒楼上》等作品中的“假洋鬼子”或“新旧合流”的知

识分子形象，我认为鲁迅对“假洋鬼子”钱少爷的态

度是复合型的，既包含对为民众所嘲弄、所排斥的作

为启蒙者的“假洋鬼子”的自嘲，也包含对模仿洋人

皮相的“假洋鬼子”的“他嘲”，还包括借戏谑的文本

风格来“舒愤懑”。

四

谈论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需要考虑中

国的半殖民文化语境，需要进入此语境下鲁迅的经

历和体验。而且，不能孤立地看待鲁迅笔下的钱少

爷、N先生、短期班的清国留学生等“假洋鬼子”形象，

而应把具体的形象置于有关“假洋鬼子”的文本系统

中来分析，这样才能接近鲁迅的创作初衷。鲁迅笔

下“假洋鬼子”形象的独特和多样，既有时代的原因，

更与鲁迅特殊的经历有关。在清末时，鲁迅有过被

世人当作“假洋鬼子”加以奚落和排斥的心酸体验。

鲁迅进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就是想“走异路，逃

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是为当时社会所鄙夷

的，因为只有走投无路的儒生才习洋务，“将灵魂卖给

鬼子”[24]。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鲁迅明显感觉到社会

对他的警惕和排斥，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即是鲁迅

作为“假洋鬼子”的自叙传，溢满了两难和愤懑的心

绪。总而言之,由半殖民中国带来的屈辱体验以及对

半封建中国进行启蒙的愿望，是鲁迅创作的重要心理

动因，也是理解鲁迅笔下“假洋鬼子”形象的关键。

屈辱与启蒙的关联性，潜藏着鲁迅从事文学创

作的隐秘动因。鲁迅说他写起小说来，缘于不能忘

却旧日的寂寞、苦痛和幻灭[25]，于是抱着“启蒙主义”，

揭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

意，达到改良人生的目的[26]。这也成了研究界的一种

共识。但我认为，从心理动因来看，鲁迅做小说是缘

于屈辱体验，屈辱体验是鲁迅文学启蒙的触机。鲁

迅做小说的“来由”，在《〈呐喊〉自序》中“约略说

过”[27]，归于一句话就是“不能全忘却”。不能忘却什

么呢？鲁迅列举了他遭遇的家庭、学业、民族国家三

个层面的屈辱：一是家道中落后世人的冷眼，二是

“学洋务”的不光彩，三是幻灯片事件让他在日本人面

前丢脸。鲁迅遭遇的三个屈辱事件，后两个联系着近

代中国的半殖民境遇。鲁迅的屈辱属于在半殖民中

国“向西转”的初期，“学洋务”、留学外洋的知识分子

必然遭遇的屈辱，在家道中落、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

身上体现尤甚。屈辱的记忆既是鲁迅弃医从文的触

机，也是他不能忘却而写小说的动因，通过《藤野先

生》和《〈呐喊〉自序》的对照阅读，即可得到印证。

半殖民地的屈辱体验既是鲁迅思想启蒙的触

机，又转化为启蒙叙事的资源，并在叙事中以启蒙者

的姿态修复精神的创伤。最终，屈辱与启蒙的吊诡

关系得以完成。

注释：

① 参见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

册，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208页。

② 参见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

册，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许寿裳：《亡友鲁

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页。

③ 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提到N剪辫后，“有几位

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他，因此鲁迅对盘

辫子的清国留学生的丑化，有借回忆“舒愤懑”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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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

版社2001年版，第45-46页；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

《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6、198-199页。

⑤ 鲁迅的杂文《病后杂谈之余》（1935）第三部分与

小说《头发的故事》（1920）讲述的内容基本相同，杂

文是鲁迅自述经历，小说把这段经历的言说主体设

置为 N 先生。年代不一样，言说的话语环境也不一

样，故鲁迅在五四时选择小说这种虚构性的文体并

借第三者的口吻来讲述“头发的故事”，而 30 年代采

取纪实的杂文来直接表达“无辫之灾”的经历。

⑥ 参见李永东：《半殖民地中国“假洋鬼子”的文学

构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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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31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周边国家

研究——“朝鲜半岛危机：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高建华教授、校学位委员

会主任苏智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边研究院院长、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沈志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于洪君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韩献栋教授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研讨会就“韩国与朝鲜”、“美、

日、俄与朝鲜”，“中国与朝鲜”三个分论题展开深入的交流与讨论。高建华副校长特别强调，上海师范大学大力支持和发

展运用文科的初衷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学者研究的智库功能，努力推动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各层级政府决策服务。更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最近一个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异常紧张、复杂、迷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声

音，这里涉及一些根本的认识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朝关系、中韩关系、中美关系，如何看待朝核危机的实质以及半

岛周边国家对此的立场和方针，如何从全球角度看待东亚局势，需要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入分析。本次研讨会上诸多该领

域专家一起当面交流切磋，旨在对朝鲜半岛问题有正确认识，为国家的决策提供认知基础和学术支撑。会议闭幕式上，沈

志华教授总结本次研讨会主旨为“我们从学术上、学理上提供一个认知朝鲜半岛问题的基础”。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

马英娟教授展望，“这次的研讨会的成果不仅会深入关于朝鲜问题的研究，也会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产生积极影响”。

“朝鲜半岛危机：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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